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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学范式承诺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思考

金 碚1，2

(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2．郑州大学 商学院，郑州 450001)

摘 要: 就其使命而言，经济学是不能满足于抽象的假设—推导范式承诺，而是必须面对现实的。而且，

正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现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规律，可以弥补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经济

学之不足，丰富经济学的内容，使经济学更具科学价值和现实性。经济学在域观范式承诺下，才能把握人的行

为。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空间”的范式承诺转变，在劳动力人口条件的域观特征刻画上，具有基本方法论的

重要意义。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实际上是观察企业行为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对疫情时期众多企业的现实表

现的观察，可以对企业改革和各类社会组织( 特别是医疗卫生机构) 的改革提供极为有益的启示。各国的经

济制度和政策安排是没有唯一的“最优”模式的，有效适应就是理性选择。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都是在

社会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没有“最优”模式，只有不断适应和调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

生极大的冲击，中国必须采取适应中国国情的断然措施，这也可以说是生态理性的选择。各种制度都有其长

处和短处，而其适应性，即能够较有效地应对本国国情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就是在客观上合理的制度。人类只

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永远会有不足和缺陷，有改进的空间，但

可以相信，社会进步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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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称“经济学”是指居主导地位的主流经济

学，即以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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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郑州大学商

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营报》社社长，中国

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经济学①总是倾向于假定其研究对象是在抽

象的“通常”条件下发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

一般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样的表述来假设

其经济活动空间性质，其含义实际上是“假定所

有条件相同”。也就是说，经济学只研究基于一

定范式承诺的假设条件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

象，而不涉及“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时的经济行为

和经济现象。所以，经济学的假设条件所框定的

研究空间可以是高度一元性的，即假定在任何时

期、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中，人的行为和经济关系

至少在抽象逻辑上是同质的，即人性相同。按照

这样的范式承诺，经济学把关于经济主体及其行

为的差异性的研究都推给了其他学科( 例如社会

学、管理学等) ，而自居于想象中的“纯粹”乌托邦

世界之中。因此，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中

唯一可以演绎逻辑方法，从对“原子”或“细胞”的

同质性假设出发，而推演出整个理论体系的学科。
她很精美、严谨，但是距离现实很遥远，尽管她要

研究的经济活动是人类最世俗、最现实的行为。
但是，世界上是不存在“其他条件不变”或“所有

条件相同”的经济活动空间的。“其他条件”总是

变化的，各种社会条件总是可能非常不同的，所

以，就其使命而言，经济学是不能满足于抽象的假

设—推导范式承诺，而是必须面对现实的。而且，

正是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 即“其他条件发生

很大变化的情形”) 下，才有可能发现某些具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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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意义的规律，可以弥补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

经济学之不足，丰富经济学的内容，使经济学更具

科学价值和现实性。2019—2020 年之交的武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时期就是一个难

得的观察窗口，可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实

验条件”样本，以其极端条件下的表现，揭示某些

内在规律。

一、经济学如何假设其自然主体———人的行为

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关于自然人的行为假

定是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和学术范式承诺的前

提。众所周知，当假定市场经济条件，并假定“其

他条件不变”时，主流经济学假定人的行为具有

“经济人”性质，有些经济学家尽管承认这一假定

并不科学，但为了逻辑推导的简洁方便，也权且认

可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来进行理论分析( 推导) ，即

承认经济人假定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学术基石性质。
经济人假定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

义认为，“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

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他

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

象。”［1］6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归根结底是由单个

个人的行为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或者相信，“那

些伟大的个人主义作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实际

上是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

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

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1］13 通俗地说就

是: 个人主义相信人类可以建立一个人人都按

“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 社会) ”的行为方式进

行活动的经济制度，这就是市场经济，而且相信这

样的制度是可以达到“均衡”和“最优”的。
那么，单个个人的“为自己”行为有什么性质

呢? 经济学家们有各种表述: 人总是做“对自己

有利的事”“有回报的事”“自己愿意和喜欢的事”
“有既定目标的事”等。所有这些表述的含义大

同小异，都集中于两个最基本的要义: 一是自私，

二是理性。
关于经济人的自私性和理性，经济学家们有

许多争论，因为在现实中人和人及其行为的差异

性是很大的，相信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会承认“每

一片树叶都不相同”，即对于如何“为自己”，人与

人是各不一样的。那么，在经济学研究的抽象过

程中，如何假定( 即抽象) 人的行为呢? 奥地利著

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说: “个人主义者的论断的真

正基础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的最清

楚; 并且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

社会过程使得每个人在其中都能够尝试和发现能

够做的事情。”［1］15按照这一说法，个人的行为并

不是自己独立自主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过

程( 社会条件) 下才知道如何行动和作为。换句

话说，并非人人都是由抽象人性所决定的具有自

由、自主能力的“自私自利”经济行为主体。
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

的一个常被引用的著名论断则表达得更为清晰，

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那

么，按照这样的深刻理解，在经济学中，还能假定

人能够知道做什么事对自己最有利，或能够得到

所预期的最大回报吗?

为了回避这个会引起极大分歧的难题，排除

关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复杂性，避免陷入无止境的

哲学争辩，经济学不得不走一捷径，即进行“抽

象”和“简化”，把自私和理性假定为只是追求个

人的经济利益。而关于经济利益，最先是简化为

“物质财富”。但“经济利益”或“物质财富”还是

过于复杂，难以计量。于是，经济学进一步将其简

化为交易关系中发生的易于计量的“流量”，即

“产出”“支出”或“收入”。而且，还要能够用货

币单位来计量，因而将其定义为市场交易过程中

所发生的货币易手量。这样，经济活动的行为目

标就被经济学抽象简化到了十分狭窄的范围之

内。因而，经济人就被假定为几乎是如同“守财

奴”那样的重商主义者，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和积

累货币量为其经济行为的唯一目标和动机。
很显然，这样的行为目标假定是严重脱离现

实的，甚至是很荒唐的( 按此方式计算，庞大的俄

罗斯国家，其“经济规模”居然只相当于中国的一

个大省) ，但这确实是经济学所依赖的工具理性

逻辑基础，否则，经济学就无法“计算”了，而如果

无法计算，那还算什么经济学呢? 当完全不考虑

·2·



“其他条件”和复杂“社会过程”时，这样的假设—
推理范式勉强可以接受，权且作为“模型”。但

是，一旦进入现实条件和具体的社会过程中，情况

就大为不同了。例如，经济学假定人人都是人性

相同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者，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条件下，尽管受感染人群数相对于全国人口来

说是一个极低的比例，死亡人数也远远低于汽车

车祸或饮酒致死人数，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人的行

为表现: 一些人自动居家隔离，一些人如医护人员

高强度投入工作，一些人如参加武汉火神山和雷

神山医院以及多所方舱医院的抢建工程……人的

行为差异发生显著的系统性变化，完全偏离“经

济人”的假设行为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当然

是一个极端场景，并非常态，但却可以揭示不同域

境条件 下 人 的 行 为 差 异，尽 管 有 些 夸 张 和“扭

曲”，但却可以更具显示性地表明: 人的行为特征

并非经济学“微观”范式承诺所假定的那样“理

性”而同质，而是具有显著的“域观”特征，即不同

域境( 即在具体的现实条件和社会过程) 中的人

群行为是不同的。经济学必须在域观范式承诺

下，才能把握人的行为，即使是按“目标—手段”
的构架来描述和刻画不同域境中的个人行为，也

不能拘泥于抽象的经济人假设。
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那么，就必须承认，主

流经济学关于经济运行方式( 或模式) 的一元化

假设也是不可取的。按照那样的一元化假设，既

然人的行为方式具有同质性，那么，经济运行方式

也合乎逻辑地具有相同性( 一元性) 。而如前所

述，实际情况是，既然人群行为具有域观特性，那

么，不同现实条件和社会过程中的经济运行状态

也必然具有域观性。现实经济的这一域观性质，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用工所面临的

劳动力状况如下图所示:

图 疫情冲击下的劳动力域观状况

注: L0 : 全社会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口; A0 : 未接触病毒者; A1 : 接触病毒者; A2 : 有抵抗力者; B0 : 缺乏抵抗力者; B1 : 轻症者; B2 :

重症者; A3 : 轻症自愈者; A4 : 重症治愈者; S: 死亡者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整理

图中，全社会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口

L0，在新冠病毒传播下，分为未接触病毒者 A0 和

接触病毒者 A1，即 L0 = A0 +A1 ; 接触病毒者 A1 区

分为有抵抗力( 而未病) 者 A2 和缺乏抵抗力( 而

得病) 者 B0，即 A1 =A2+B0 ; 缺乏抵抗力( 而得病)

者 B0 区分为轻症者 B1 和重症者 B2，即 B0 = B1 +

B2 ; 轻症者 B1 成为自愈者 A3 ; 重症者 B2 的治疗

结果或治愈成为治愈者 A4 或医治无效成为死亡

者 S，即 B2 =A4+S。
中国劳动力人口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健

康结构从 L0 =A0+A1，变为:

L0 =A0+A2+B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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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 些 抵 抗 力 较 弱 者 得 病，健 康 结 构

变为:

L0 =A0+A2+B1+B2 ;

经过自愈和治愈过程，健康结构最终将变为:

L0 =A0+A2+A3+A4+S。
从以上公式中可以看到，在疫情冲击下，同劳

动总人口相比，得病者 B0，特别是难以治疗的重

症者 B2，数量是相对很小的人口，而劳动人口中

的各类 A 人员均为健康劳动人口。疫情中最后

因病死亡者 S 更是只有数千人( 报告的死亡人数

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劳动人口) ，远远少于全

国每年十多万的汽车车祸死亡人数、数十万艾滋

病死亡人数和心血管病死亡人数。但是，新冠肺

炎疫情所造成的劳动力域观状况的改变却是非常

大的，即劳动力供给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绝非简

单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似乎微不足道。可以

说，企业用工行为突然进入了一个具有极大域观

特征的劳动力人口域境中，其社会环境发生了极

大改变。
这虽然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极端状况，但它揭

示了一个客观规律: 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人口状

况，是具有很强域观特征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病毒感染所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状况的域观特征以

极端形式凸显出来。其实，其他因素，特别是劳动

力人口的价值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域观特征，也是

影响企业用工和不同域境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例如，企业在“一带一路”各国进行投资

生产，所处的劳动力人口域观特征是有很大差异

的。在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下的经

济人假设中，这一域观特质是被忽视或“抽象掉”
的，但在经济现实中，特别是在社会文化和制度条

件非常不同的各个国家，劳动力人口的域观特征

对社会生产活动的影响是非常广泛、深刻和持久

的。在通常的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较难对此进行

学术刻画，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劳动力人口的

群体特性对生产活动的极大影响以极端形式表现

出来，使我们能够如同是在一个高倍放大镜下观察

劳动力人口的域观特征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空间”的范式承诺转

变，在劳动力人口条件的域观特征刻画上，具有基

本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即必须认识到，在不同的

域境条件下，劳动力的供给—需求关系是非常不

同的。将劳动力人口状况作为体现经济活动空间

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学研究值得重视的

一个问题。

二、从个人主义到企业本位的经济学范式思维

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底层逻辑不仅基于自

然人即经济人假设，而且将其直接推演到企业本

位假设，即把经济人的理性自利假设，推论为企业

行为的利润最大化行为目标假设，也就是假定，个

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决定了企业追求私利的行为，

而企业的私利又被简单化为利润最大化( 即收入

盈余最大化)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其实，这样的

推论是很轻率的。即使承认自然人的经济人行为

目标，也难以逻辑严谨地推论出企业以追求利润

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其间存在着逻辑推演的“阿

基里斯之踵”，也就是说，在个人作为经济人和推

断或假定企业也是经济人的逻辑链条中存在逻辑

断点之致命弱点［3］。因此，主流经济学将企业经

济人作为自然人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推理延伸，是

不够严谨的，在现实中更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现实中的企业行为是存在非常显著

的系统性差异的，因而具有实质性的域观异质性，

即区分为域态有别的域群或域类。笔者曾经撰文

讨论了企业的域观类型: “关于企业同质的假定

是一个在逻辑链上存在诸多间断点的经济学体系

基石。粗略划分，现实中的企业至少可以有这样

四种基本类型: 自利企业、兼利企业、社会企业和

极致企业。国有企业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域观群

类，即企业大家庭中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一个特殊

‘域类’。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演化过程中，行为目

标的确立是一个核心问题。市场竞争过程并非如

微观范式承诺所想象的那种同质企业的自由竞争

状态，而是异质企业的有效竞争状态。不同域类

的企业群体，并非主观设想的制度安排结果，而是

在‘现代企业制度’环境中，自然演化形成的企业

生态结构，企业世界的域观现实，本身就是市场竞

争的结果。自利企业、兼利企业、社会企业和极致

企业，在统一的市场竞争中都会有自己的生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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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传统经济学的微观范式所承诺的‘自利

同质企业自由竞争’的世界已经演变为域观范式

所承诺 的‘多 域 异 质 企 业 有 效 竞 争’的 新 世

界。”［4］

在这四类企业中，自利型企业的行为更接近

“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 社会) ”的经济人行为

假设; 兼利型企业，更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包括

对员工的关爱、对客户利益维护和对社会公共利

益的贡献等; 社会企业则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

扶贫、环保、生态、安全等为企业目标，而以创新性

的市场化( 商业) 方式，可持续地进行生产供应活

动，即遵循“主观为社会，客观利自己( 可持续) ”
的经营理念和积极创新; 极致型企业则不以自身

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致力于某些特殊极端产

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或特殊用途产品的生产。
换句话说，企业并非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

式承诺所假设的同质性微观经济主体，而是呈现

为不同域类的企业共存。
换句话说，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域观条件和社

会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性，企业必然划分为

不同的域类，各域类中的企业行为目标是非常不

同的。因此，即使是以企业本位论替代个人主义

的经济人假设，企业的同质性假定也是很轻率和

不严谨、不现实的。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由于现实条件和社会

过程发生极大变化，各类企业的社会条件和经营

环境剧烈变化，不同行业特质的企业处于具有极

大域观差异的市场条件中，其行为空间发生极大

变化，经济空间急剧变异，使其行为目标和行为方

式必须进行适应性调整。尽管有些调整是短期

的、应急性的，但所反映的理论逻辑终究是: 在不

同域境条件下，企业的行为目标和经营手段各不

相同，客观上区分为不同域类，即企业的经济生态

是域观性的，而非微观经济学范式承诺所假设的

同质企业竞争态势。
我们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有些企业如

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业企业几乎“休克”; 医疗

卫生、制药、网络( 网上办公) 等企业异常活跃; 供

电、供水、供气等基础产业确保供应; 直接为抗疫

提供产品的企业，如口罩等卫生防护产品生产，或

参与抗疫设施建设的企业，如医院建设，超常强度

生产和施工。即使是疫情中心地区武汉市和湖北

省，在疫情十分严重的时期，卫生防护品生产企业

也 100%复工，加班进行生产。
此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完全服从于各

类域观特质企业的压倒性实质生产目标，企业的

兼利性和社会性特征凸显出来。一些企业生产为

抗疫停工让路，一些企业为抗疫高强度生产，一些

企业为抗疫而调整产品生产，一些企业放弃商业

利益目标直接提供抗疫产品和服务。企业之间的

域观特性差异在新冠抗疫时期以极端化的形式表

现出来。我们不应单纯地将其视为非常时期的非

常表现，实际上，非常时期展现了企业原有的域观

特性的内在因素。对企业的持续经营来说，正常

时期与非常时期并无绝对界限，或者，正常时期与

非常时期都是企业经营过程中须面临的域观形

势，甚至有些企业本身就是为满足非常时期的市

场供应和社会需要而建的。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关于企

业行为的同质性 (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

标) 假定是不现实的、武断的，因而关于市场经济

一元化机理的范式承诺也是不现实的和武断的。
各国、各领域的市场经济运行当然有其共性机制，

即以价格信号所调节的供求关系机制，但是也必

须看到，市场机制在不同的域境条件下，具有不同

的特性。因此，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承诺，在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的

思维框架中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必定是脱离

实际的。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实际上是观察企业行为的

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各类企业的内在机理和各种

内外关系都会凸显出来。例如，员工与企业的关

系、企业的目标抉择、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行

为对社会条件变动的适应调整、企业竞争力的内

在因素等，都会成为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展现在

经济学研究者的面前。对疫情时期众多企业的现

实表现的观察，可以对企业改革和各类社会组织

( 特别是医疗卫生机构) 的改革提供极为有益的

启示。可以相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企业改

革和行业( 事业单位，特别是医疗卫生行业)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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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一步推进或调整方向。

三、社会及国家经济主体的经济参与和干预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以其“科学性”自诩，自认

为服从科学方法是其学术追求。英国学者彼得·
罗素说，“我们所有的科学范式都是基于一种假

设: 这个物质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空间、时间、物质

和能量是组成这个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5］在

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范式承诺下，经济活动或

生产过程被设想为一个“生产函数”，其自变量即

“基本元素”生产要素为: 劳动、资本( 土地) 和技

术。但是，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研

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社会性的，所

以，经济科学属于社会科学，她不应刻意排除社会

性因素，包括其中对人的行为具有极大影响的精

神性因素，而貌似“科学”地显示其“客观”性。或

者，更彻底地说，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本身就具有

主观性和精神性，是有意识、有观念、有态度的人

和人群的社会性活动。既然如此，那么，经济学理

应关注和研究: 社会文化是否会成为决定经济系

统的域质特性的主体性因素? 这种主体性因素会

不会导致经济主体的域质域态的系统性差异，形成

具有稳固特性的“域群”“域类”，以至民族( 国民)

经济的域观特性? 在具有不同的域观特征的经济

体( 经济系统) 中，经济活动和组织发生，以及经济

秩序的治理方式是否会有不同性质和特征表现?

经济主体的社会性首先表现为家庭，经济学

假定的微观经济主体是自然人，而现实社会中经

济原子或细胞实际上是家庭，而家庭在不同的社

会文化条件下( 不同国家中) 是各具特质的。有

学者指出:“家庭在中国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是

中国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其他部分基本是从这里

衍生出来的。”“中国广大民众参与工业化、市场

化和城镇化，参与竞争、参加劳动、节俭勤奋，背后

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家庭’: 父母

累死累活、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为的是让子女有

更好的经济和生活条件，让家庭成员能够享受更

好的生活品质。”［6］家庭是各种经济活动人群的

供应者，也是其行为的影响者。
除了家庭之外，社会性经济主体还包括各类

社会组织，以及由各种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社会性

网络。特别是在电子媒体和通信联系网络( 例如

微信、微博、朋友圈等) 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

性经济主体的作用会日益增强。而社会性网络系

统中“人”的主观性、精神性非常强，而绝不是经

济学所假设的那种经济人行为。
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强大主体是国家，经济学

中称之为“政府”。在传统的微观—宏观范式承

诺中，“国家”或“政府”的角色行为是被高度精炼

的。国家或政府的责任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

序，管制垄断行为，提供市场难以有效提供的公共

产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以

“熨平”经济波动。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市场经

济是有一个“最优”的市场—政府关系的，一般认

为那应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体制和社会经济

运行机制。
但是，纵 观 世 界 各 国，什 么 是“最 优”的 市

场—政府关系呢? 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欧
洲各国、澳洲国家、东亚日本等，其体制机制也都

有各自特质，难以一律。更不用说是广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更不可能有什么“最优”的体

制机制，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每

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中都包括有国家经济主体的

参与和干预，但是各自的具体表现不同，即均有其

显著的域观特征。
关于经济体制( 制度) 的形成经济学家们有

两种影响深广的理论主张，一种叫建构主义理性，

起源于勒内·笛卡尔，即认为，“所有有价值的社

会制度，是而且应该是由人类理性自觉的演绎过

程创造的。”也就是说，有效的社会制度是人类

( 通过某些英明人物的主张) 按照符合理性和逻

辑的理念而构想和建立起来的，可以叫做: 遵从理

性为最优。另一种叫生态理性，认为，“如果个

人、市场、机制或其他由个体集合形成的社会系统

能够适应环境结构，那么这便是生态理性。”［7］也

就是说，有效的社会制度是许多人实践过程的集

合性结果，它的理性体现为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

环境，可以叫做: 有效适应为理性。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弗农·L．史密斯说，“我们采用建构主义

的思想来构建模型，正式或非正式地模拟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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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决策、发明或设计社会制度，同时应用生态

理性的思想来研究适应性的人类决策和在自然社

会体系中的群体发现过程。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这两者不一定相互排斥、对立或不协调的; 我们可

以运用理性来研究和模拟人类文明中自然产生的

规则，来评估此类规则的智慧和功能。此外，个体

和群体生产产品、孕育思想、制定政策，但这些是

否传承或复制，还有待选择和过滤的力量，这些都

远非发起者所能控制……一个构建主义计划越早

经受生态过程的选择，人类就越知道其是否能够

幸存下来。”［7］12

按照这样的思维，人类各种有效社会制度，并

不是凭借“合理”理性就能构想和建立起来的，而

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试错过程中，理性的

判断当然发挥一定的重要作用，但最终的制度选

择，取决于社会生态过程的取舍( 适者为用) 。因

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显然不可能

是千篇一律的，也不会有什么一致的“最优”制

度，而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和多样性的丰富世界。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生

极大的冲击。单凭理性构想，不可能形成一个

“最优”应对制度。对武汉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

城市进行“封城”，是史无前例的，对于世界大多

数国家来说，这甚至是无法想象的。随着疫情的

发展，实施全国性的流动控制和隔离措施，更是其

他国家不可思议的。但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

国，疫情的传播即使导致很小比例的感染、致病和

死亡，其绝对人数也是非常巨大而难以承受的。
在这样的特殊域境条件下，中国必须采取适应中

国国情的断然措施，这也可以说是生态理性的

选择。
当然，中国的社会生态具有其他国家所罕见

的域观特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强大社

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是中国有可能采取极

为非常的措施和政策安排来应对疫情的必备条

件。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事实”条件下的

中国措施和中国应急方式，其他国家恐怕是难以

模仿的。这 是 中 国 经 济 的 一 个 独 特 的 域 观 特

征［8］。这再次表明，传统经济学的假定“其他条

件不变”即“其他条件相同”的思维范式是不现实

的。“其他条件”总是变化的，各国的“其他条件”
总是不同的，所以，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是

没有唯一的“最优”模式的。有效适应就是理性

选择。
可见，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都是在社会

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没有“最优”模式，只有不断

适应和调整。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

体制的独特优势显著体现出来，其不足和缺陷也

突出地暴露出来。这些优势和不足缺陷，不仅存

在于医疗卫生领域，而且在社会经济的各领域都

存在着。所以，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全方位的社

会“体检”，以极端的甚至是破环性的方式，检测

中国制度环境的健康状况。各类经济主体、社会

性经济主体和国家经济主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特殊时期的表现，可以将平常时期未能显现的问

题凸显出来。
各类经济主体，包括社会性组织和国家组织，

在全国的制度体系中各有其功能及分工定位，从

各自的方位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在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之下，由于各种问题在极端情形下的暴露，

可以为制度调整和改革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案例支

持，并大大扩展视野和增强思考深度。如前所述，

各类社会性经济主体及国家经济主体，在社会经

济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体现为“物质”性和“能量”
性，而且具有非常特殊的精神性和信息性功能。
尤其是政府组织，对于各种经济和社会流量，包括

信息传播都具有管控能力和职责。因此，在形成

有效的社会制度中，如何疏导和管控各种经济和

社会流量，特别是信息化社会中的信息流量，成为

疫情时期所提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一次大疫情

中产生一些即使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

以留下疑题，激发思考和探索，这也是一种历史

贡献。

四、进一步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全民抗疫，将会是一个

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和全民记忆，它的影响将非

常深远。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以往那种微

观—宏观范式承诺已经不适应对现实经济以及经

济制度的研究，难以解释人类所面临的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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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行为。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

所理解和描述的经济世界是一元化的、规则单调

的，而将各种复杂现象都视之为“异常”“偶然”或

“不合理”而排除于研究对象之外，美其名曰“理

论抽象”。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范式承诺，中

国所发生以至长期存在的现象都被认为是违背常

态的，并断定必须除之才可入正常体制之主流。
而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却告

诉人们，世界可能会如此不同，尽管这是一个特殊

时期，各种现象会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却

可以显示经济体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它们可

能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仅按经济学的微观—宏观

范式承诺来观察它们，必然会是不得要领的。由

于经济体具有各自的性质和特征，所以，经济世界

不是微观经济学所假设的同质性“微观”主体的

匀质经济空间，而是各类异质性经济主体所构成

的非匀质性经济世界，笔者称之为域观空间。由

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设想的那种抽象

的新古典经济世界在现实中是永远没有的，现实

世界中的经济体系都是“特殊”的，有“特色”的，

所谓的“正常”时期其实都是由各种“特殊”时期

所组成的。新中国 70 年，再追溯到中国近现代历

史的 100 年来，有哪些年份可以算是“正常”时

期，哪些年份算是“特殊”时期呢?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当然可以算是特殊时期，

但却可以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中国制度的“正常”
性质。在这一时期，世界看到一个如此与众不同

的中国，不是与中国自己不同，而是与世界其他国

家不同。而她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恰恰是最

具“中国”域观性质的表现，不是中国的“异常”表

现，而恰恰是她的制度性质所展现出的最“正常”
的表现，是她的“特色”。她抵御病毒感染的能力

无与伦比，采取的措施极具“中国特色”。能如此

有力地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那么，能认为这样的

制度是不合理或不正常的吗?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的中国当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是，哪一种制度

下可以绝对不出问题，世界上能有“最优”的构建

主义理性体制吗?

我们不能不承认，各种制度都有其长处和短

处，而其适应性，即能够较有效地应对本国国情中

发生的各种问题，就是在客观上合理的制度，也就

是体现了前述学者所说的生态理性的选择。人类

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中，不断完善

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永远会有不足和缺陷，有改

进的空间，但可以相信，社会进步的步伐永远不会

停止。可以说，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留给我们的一

个非常有益的启示。而且，它对现行制度的优势

与缺陷揭示得很充分、很尖锐，可以说，是以疫情

的方式，触及我们的“痛点”，促进中国制度改革

的前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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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mises of a Paradigm for Economics of Economic Subject Behavior
———Thinking about the COVID－19 Epidemic

JIN Bei1，2

(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ASS，Beijing 100836; 2． Business Schoo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 As far as its mission is concerned，economics cannot satisfy the abstract hypothesis－derived paradigm
promises，but must face reality． Moreover，it is under some very special condition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discover
certain laws of essential significance that can make up for shortcomings of economics with a high degree of for-
mality and abstraction and enrich the contents of economics so as to make economics more scientific and realis-
tic． With the promises of a paradigm for the domain view，economics can grasp human behavior． The transforma-
tion of paradigm promises of economics on“the space for economic activity”has a fundamental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characterizing the domain view of labor force conditions． The period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s
actually a good window for observing corporate behavior． Observation of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many enterpri-
se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can provide extremely useful inspiration for enterprise reform and reform of vari-
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 especially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 There is no single“optimal”model for eco-
nomic systems and policy arrangements in various countries，and effective adaptation is the rational choice． Vari-
ou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olicy arrangements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in the social process，in which
there is no“optimal”model，only continuous adaptation and adjustment．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normal economic order． China must adopt decisive measures adapted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which can also be said to be an ecologically rational choice． Each system has its strengths and weak-
nesses，and its adaptability can more effectively deal with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which is
an objectively reasonable system． Human beings can only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in certain soci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processes． Although there will always be deficiencies and defects and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process，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ace of social progress will never stop．
Key words: Economic Subject Behavior; A Paradigm for Economics; The COVID－19 Epidemic; Ｒational
Choice

People－centere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Feng Qi’s View of Cultural Philosophy

WU Long
( College of Philosophy，Law ＆ Political Science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need to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work orientation，which also coincides with Feng Qi’s view of cultural philosophy． In the
1940s，Feng Qi proposed“a people－oriented”view and advocated dialectical cultural philosophy，expecting
people to return to spiritualist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return should be resolved by the people in history． Fol-
lowing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Feng Qi be-
lieved that th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should have“the national style”and“the Chinese styl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e welcomed by the people． To achiev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not only serves the people，but also takes the people as the main body，which is also the focus of Feng
Qi． While it is bringing happiness to the people，the culture must b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people．
Key word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eng Qi，People－centered Inheritance; National Style;
Chines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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